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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多样性  










是事情的全部，既然可以证明日本和德国的制度与美国在 20 世纪 20 年代而不是今天的制度
更加相似，那么，国家干预经济的信仰作为 20 世纪的一个主要的异端学说，这个思潮的起





世纪 60 年代，这些国家都有朝管理型资本主义发展的明显趋同，接着在 20 世纪 80 年代，
当日益上升的自由市场的力量和机构投资者不断增加的权力产生了改革性的影响，一些国家












Hobsbawm 1984；Harrison 和 Zeitlin，1895；Lazonick 1990：3-6 章）。工业部门在其他主要
的资本主义经济中是以股权与管理控制分离为特征的，而在英国，业主制资本主义（proprietary 
capitalism）在整个 20 世纪的前半段一直存在。由于家族上的联系，总经理往往就是实际上
的股东（Hannah 1983；Chandler 1990：pt 2；Church 1993）。甚至在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企
业里，技术专家也发现，在他们整个职业生涯过程中，很难有什么机会能成为全面的“工人
领袖”；而且，特别是在以机器为基础的企业里，劳动组织的控制权都保留在技术工人的手
里（Lazonick 1985；Lewchuk 1987）。 
如果位于（英国）中部和北部的工业是世界的工厂，那么伦敦这个城市就是世界的银行
家，工厂和银行之间在社会地位上的差别是一目了然的。Rothschild 和 Barings 的技术与土地















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管理型资本主义的一种更强劲的形式在美国发展起来。股权开始
与管理控制权分离。世纪之初的大兼并运动在影响这种分离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直到那时，
在“行业”证券中还不存在市场（与铁路和政府截然不同）。用筹集的货币或者（现在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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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的）股票本身来收购业主所有权——典型的是告退的方式，通过以股票和债券的流动来
完成兼并，华尔街（在 J. P. Morgan 的领导下）在行业证券中建立了这种市场（Navin 和 Sears 
1955）。职位上位于顶端的是受薪管理者（salaried managers），他们通过工作使自己得以晋升，




展中，是未分配利润而非外部资本成为投资的融资基础。如 Berle 和 Means 所指出的那样，
管理型组织由此变成了更加自治的、混合的组织，并且与行政主管和技术专家结合到一起
（Berle 和 Means 1932）。它们大规模生产的技术大幅度地降低了对操作技术的需求，从而使
经理人员和车间的工人之间的界线更加清晰。 
随着美国的工业从以机器为基础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向以科学为基础的第二次工业革命





新的、更加自动化的工艺免除了对某些熟练技术工人的需求（参见  LABOUR 
PROCESS），不过，发展和安装新工艺的高固定成本和在制品所占用的材料成本意味着管理









































人运动，不过对运动加以限制的呼声在 19 世纪 90 年代也不断高涨，但是直到 1920 年和魏

























































脱萧条，它将美国推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 1940 年，失业率仍然维持在 14.6%，虽然在
20 世纪 30 年代，工业企业并没有为它们的“钟点”工人提供稳定的就业，但它们还是竭尽
所能地使受薪管理者组织保持完整；而且，事实上，在整个 20 世纪 30 年代都增加了研发方
面的支出（Mowery 1986：191-2）。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政府支出极大地提高了一些重
要企业的研究能力和生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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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是令管理结构国有化。在私人行业，大企业增加了他们生产上的优势（与 1909 年的 16%





成为高回报的源泉。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一种管理型资本主义的形态在英国发展起来。与
在其他先进的经济体中出现的管理型资本主义相比，英国的管理者在他们的企业内对“利益
相关者”（stake-holder）只行使着很小的权利（Wright 1962；Hannah 1986；Chandler 1990：
ch.9）。 
在纳粹德国，高度集中的工业部门给第三帝国（the Third Reich）调整经济为战争动员 
打好了基础。备战和战争实际的爆发导致了公司间联系的加强，这是通过他们的主要的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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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和银行）关系。这一争取“稳定的股东”（优先股的股东）的战略在 20 世纪 60 年代被当
成防备被美国公司接管的方式而得以极大地加强，资本的自由化使这种接管活动在实际上成




用社会主义来取代资本主义的领导者控制的（Moore 1983）。但是，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末，草
根工会主义（grass-roots unionism）和已经被工会取代了的战时工人委员会总是以企业为基础
的；生产控制——工会接管了工厂的运营并将管理者排除在外——是一种常见的罢工形式，
管理人员为降低产量而削减员工是罢工的主要原因（Gordon 1985：pt 3）。到了 50 年代中期，
在动荡不安的局面中出现了一种稳定的折衷方式，它意识到了企业工会的谈判和协商的权利
（这个工会包括白领、蓝领工人，以及在管理道路上处于工作头十年的大学毕业生），以及
一种为雇员提供“终身就业”的隐性承诺（Cusumano 1985；Hiwatari 1996）。 







3.  20 世纪 60 年代：管理型资本主义的黄金岁月 





















一些企业开始将一个系统的方式正规化，借此，它们想变成它所想的那样。”（US Bureau of the 
Budget，Goal setting and Comprehensive Planning，1963，引自 Shonfield 1965）。麦格劳—希
尔的一个调查发现，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与 40 年代末的 20%相比，一份关于半数行业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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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人均 GDP：百分比，几十年间的年均增长率，1950s-1980s 





















资料来源：Angus Maddison，Dynamic Forces in Capitalist Developme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216-19. 
 
表 2 失业率：几十年间的年均百分比，1950s-1980s 





















资料来源：Angus Maddison，Dynamic Forces in Capitalist Developme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262-5. 
 
    现在就说分配冲突已经被解决了还为时尚早，德国和日本都有了相对“有秩序的”和可
预期的工资谈判体系，但是在英国和美国，罢工还是屡见不鲜。与德国相比，从 1966 年到






















美国备受瞩目。不过，如同 Andrew Shonfield （1965）所指出的那样，和社会市场经济（soziale 
marktwirschaft）中的社会部分一起，艾哈德所鼓吹的秩序自由主义（ordo-liberalism）中的秩
序部分也深深地隐藏在经济中。在 1960 年，相对于英国只有 28%而言，它帮助德国的税收











4.  20 世纪 70 年代：急剧的通货膨胀和统合主义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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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资本主义的大部分观察家认为，充分就业会导致通货膨胀，这是通过具体表现在菲
利普斯曲线中的劳动力市场机制、以及由于工会谈判能力和公司管理价格的能力的增加这两
者结合到一起引起的。不过，在 20 世纪 60 年代增长能提供工资和利润的时候，凯恩斯式的
微调（fine-tuning）将通货膨胀控制在可接受的——甚至是温和的范围之内。但是，贯穿于
60 年代的劳动获得持续增长收益的更大份额的趋势在英国最引人注目，因为在那十年间的后
期，利润的压榨明显影响了投资（Glyn and Sutcliffe 1972：Appendix G）。 
在 OPEC 引发油价发生重大变化的过程中，商品价格也同时涨到了顶峰，这又极大地加














的控制做起来也就更加容易了，在 1975 到 1980 年间，出口贡献了实际 GDP 增长的 24%。
日本达到了发展的最好阶段：世界水平的技术和产量，加之仍旧低于其竞争伙伴的工资水平。 
最后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日本政府通过赤字性支出来维持需求的意愿（以及能力，它还有
一个仍然被高度控制的财政部门）。在 1975 到 1980 年间，有保证的债券发行从来没有少于






—1967 到 1978 年的联合行动（Konzertiert Aktion）——也有助于在雇主和工会之间建立一个
共同的预期，但是，工会参与的一个条件是在标准的设定上不应该有所企图，德意志联邦银
行也不准备对单边行动在能力上进行妥协（Streeck 1994：121-2）。 





它将在下一轮对通货进行抑制，这一点它后来也真这么做了（Kloten et al. 1985）。作为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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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服务业，罢工的大量增加（在罢工中的平均损失天数从 60 年代的 3 百万天到 1979 年的 2
千 9 百万天）为撒切尔夫人在选举中获胜铺平了道路。 






Retirement Income Security Act，ERISA），后来在 1978 年被修改，使养老基金（它们的真实
收益率的大半被通货膨胀所抵消）能够通过在公司股票、高收益（垃圾）债券及风险资本基







制的浪潮达到了顶峰，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反规制和放松规制的运动也有一个反应性的
增长（在这场运动中，芝加哥的经济学家们起到了一个关键的作用），这为里根时代的前期
定下了基调（Yergin and Stanislaw 1998）。 


































许更高的股利和股份回购（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后者成为公司向股东进行分配的一个主要
部分，经常是通过债务进行融资）。由于不断地求助于那些使管理者和股东利益相容的工具，
特别是股票期权，管理者被给予了过多的回报。20 世纪的 80 年代和 90 年代见证了顶级管理
者收入的一次爆炸，其中大部分是采取以股票为基础的回报形式（Lazonick and O`Sullivan 
2000）。 
英国是这些趋势的一个忠实的追随者，伴随着对国有养老体系所进行的分解，养老基金
的增长（现在已经超过 8000 亿英镑并且每年以 500 亿英镑的速度在增加）和给那些被引导
进入股权基金里的储蓄以特权的税收备抵进一步为这些变化趋势提供了动力。直到 20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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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年代，英国在管理者报酬方面的爆炸还没有出现，那时候，在刚刚被私有化的前国有企业
的董事会中的“硕鼠”（fat cat）引起了——并且会继续引起——媒体的注意（Plender 1993）。














其个人计算机业务，而且它的 PC 立刻成为行业标准，这让 IBM“克隆”出了像 80 年代的康
柏和 90 年代的戴尔这样的公司，它们都在 PC 市场上占有较大的份额。IBM 的战略还制造了
两个新的庞然大物——英特尔和微软，IBM 在 80 年代求助于这两个公司为其个人电脑提供
微处理器和操作系统软件。但是，日本的竞争者在政府的协同合作研究项目的资助（这种资
助在一定程度上会一直被争论下去）下似乎要后来居上。它们在占领半导体制造设备市场上








（Lazonick 1990：ch..10）。的确如此，正如 McKinsey 的一个详细的研究结果所显示的那样，
它们似乎得到了一个更低的资本收益（McKinsey Globle Institute，1996），但是这几乎不会对
竞争力造成什么影响；而且，在任何情况下，资本的生产力也不是它们的首选。实际上，日


























































们的企业还是不打算放弃终生雇佣（Nikkei，8 October 99）。Altana 的主席对德国的《明镜周
刊》（Der Spiegel）说，“盎格鲁-萨克逊式的冷酷的资本主义专注于利润最大化问题，这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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